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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
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
定捍卫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推进涉外法治
建设、开展国际法治交流、传播中华
优秀文化的历史基础和重要内容。在
此，就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三
项思想和学术成果——儒学、律学和
法医学对世界的影响及与周边国家
的交流，谈几点认识。

儒学对周边国家的深刻影响

儒学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思
想理论成果，包含了德主刑辅、明德
慎罚、以和为贵、恤老爱幼等丰富的
法律思想。至隋唐时期，经过数百年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浸润，儒学成为以
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律典的指导思想
和学理基础，并在中国法律向周边国
家 传 播 之 时 ，纷 纷 为 这 些 国 家 所 接
受，成为以中国法为母法、以中国周
边国家之法律为子法而形成的中华
法系之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及构
建国家法律体系的法理基础。

朝鲜是最早受到儒学影响的国
家。在《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
八下》和《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等传世文献中，就
有中国法律中包含儒学之影响的记
叙 ：“ 是 以 其 民 终 不 相 盗 ，无 门 户 之
闭，妇人贞信不淫辟”等。公元 7 世纪
以后，朝鲜在制定高丽律时，进一步
受到《唐律疏议》的影响，一方面强调
应对“恶逆”等违背儒学思想的人伦
犯 罪 加 重 处 罚 ；另 一 方 面 对“ 亲 属 ”

“老弱”“赎罪”“官品”等涉及儒家伦
理关系之事项也作出了特殊规定。

在越南，其历朝律法基本参照了
唐律及唐后中国历朝律法，内容以儒
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维护封建伦理及
皇权与贵族特权，其立法形式也是诸
法合体、以刑为主，具有中华法系之各
项特点。

中 国 周 边 国 家 中 ，受 儒 学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日 本 。公 元 589 年 ，杨 坚 灭
陈 ，建 立 起 了 统 一 的 中 央 集 权 的 隋
王 朝 。这 一 事 件 大 大 刺 激 了 日 本 朝
野 。女 帝 推 古 天 皇 的 摄 政 圣 德 太 子
从公元 600 年起，向中国派遣了一批
批 使 节 和 留 学 生（僧）。这 些 遣 隋 使
带 回 了 各 种 典 籍 和 经 验 ，将 儒 学 以
及中国的法律文化源源不断地引入
日本，对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
和 文 化 生 活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这 主
要表现为公元 603 年颁布的《冠位十
二 阶 法》和 公 元 604 年 颁 布 的《宪 法
十七条》。前者将冠以德、仁、礼、信、
义、智分为六种颜色，分别表示六个
官位等级，各个等级又分成大、小两
种，共十二阶。后者是用以约束各级
官 吏 行 为 的 政 治 、法 律 、道 德 原 则 ，
其中“以和为贵”“治民之本，要在乎

礼”“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
本也”等，阐述的都是儒学的基本内
容。这些政治、法律、道德原则，后来
成 为 了 公 元 645 年 日 本 建 立 的 律 令
制 国 家 的 基 础 。在 镰 仓 幕 府 政 权 于
1232 年 颁 布 的 基 本 法 典《御 成 败 式
目》中，仍然保留了相当多受儒学影
响的内容，如处罚“恶口”（第 12 条，
即 不 孝），包 容“ 子 为 父 隐 、父 为 子
隐 ”等 。在 漫 长 的 日 本 封 建 社 会 中 ，
儒学对日本一直保留着较大影响。

中国古代律学在周边国家的应用

在中国，秦汉时期形成了对国
家律典作出系统而完整之注释的学
问——律学。至隋唐时期，儒学全面
渗入律学，使其成为国家意志、贯彻
其法学世界观的成熟的法律学术形
态，并开始影响周边国家。

日本曾系统地采用了中国的律
典注释学方法。日本古代最系统的私
人法律注释书《令集解》对法律条文、
名词术语和原则制度等采用了解释
和注疏的形式。同时，日本还广泛采
用了中国律学之经典《唐律疏议》使
用的问答形式。此外，日本学术界还
常常将其解决不了的法律问题，通过
遣唐使直接向中国法律家请教。在中
国律学的影响下，日本的注释作品和
注释学者大量出现，较著名的有《律
集解》《律疏》《律附释》《律释》《新删
定明法述义》等。与此同时，专心致志
于日本古代律令研究并以此为业的
律 学 博 士（亦 称“ 明 法 博 士 ”“ 明 法
家”）也成批涌现，其著名者有大和长
冈、兴原敏久、额田今足等上百人。

至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又进一步
全方位地吸收中国的大明律（例）以
及律例注释学，使其法学深受中国明
清法学的影响。首先，明清时期的律、
例、令、会典等法律形式及明清律例
的 注 释 书（如 王 肯 堂 的《律 例 笺 释》
等）传入日本，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及
士大夫作为立法、司法和法律注释时
的范本。其次，日本发展并巩固了幕
藩法律体系。再次，出现了日本学者
自己翻译或编纂的大明律例注释书

《明律国字解》（荻生徂徕著）、《明律
译》（荻生北溪著）等，这不仅影响了
日本的律学研究，也成为当时日本立
法、司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律学对朝鲜也产生了巨
大影响。一是朝鲜于世祖七年（1461
年）完成颁行、成宗十六年（1485年）修
改颁布正式施行的《经国大典》，英宗
二十二年（1746 年）刊行的《续大典》
等，已经吸收了明清律注释学的技术
和经验。二是将中国明律注释书改头
换面，在朝鲜正式出版，并将其作为官
吏和民众学习、执行法律的依据，如金
祗等编撰的《大明律直解》和在此书基
础上编写的《大明律讲解》等。三是强
调臣民必须讲读律例，并将中国明清
律学著作作为国家律官考试的正式科
目。四是受明清律学的影响，朝鲜于 18
世纪 80年代前后还推出了自己编写的
律学著作《百宪撮要》。五是在法律教
育方面，据《高丽史·百官志》记载，当
时朝鲜已经模仿中国设置了律学博士
及其助教，以推进律典的教育和研究。

越南自公元 13 世纪以后，受到中
国律学的影响，在对一些律典、政书等
的编撰和注释时，也采用了疏议、比较、
阐释以及分类和体系化的工作方式。如

由越南阮朝时期史学家、律学家潘辉注
释撰写的《历朝宪章类志》，共 49卷，分
为礼仪、官职、刑律等十志，既是对越南
政制史的梳理和记录，也是越南历朝典
章制度及其解说的集大成。

中国古代法医学著作的广泛传播

自宋代宋慈出版《洗冤集录》，元
代王与撰写《无冤录》，创立了世界上
最早的法医学后，中国古代法医学也
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

受中国古代法医学影响最深的是
朝鲜。早在李朝太祖李成桂灭高丽建
国号为朝鲜（1392 年）之初，便引入了
王与的《无冤录》，以此为底本加以音
注，并博考他书，详加注释，附“音训”，
于 1440 年刊印，称《新注无冤录》。《新
注无冤录》在朝鲜一直施行了 300 余
年。英祖二十年（1744年），朝鲜在纂修

《续大典》时，由律家对《新注无冤录》
重加增删、训注、考订，于正祖二十年

（1796 年）出版了《增修无冤录》。由于
《新注无冤录》和《增修无冤录》都是以
汉字刊行的，朝鲜司法部门在应用时
仍感不便，故于正祖十四年（1790 年）
用朝鲜文对《增修无冤录》草案进行翻
译，于正祖十六年（1792 年）先于汉文
版《增修无冤录》出版，取名《增修无冤
录谚解》。此外，朝鲜在《经国大典》《续
大典》等国家大法中明文规定《无冤
录》是官员考试的科目之一。

经由朝鲜，中国古代法医学也传
入了日本。明和五年（1768 年），日本
出版了日文版《无冤录述》（二卷）。从
该书的序言中可知，该译本的底本是
朝鲜版王与的《无冤录》，但已加有朝

鲜人的注释。从该日文译本保留有羊
角山叟、柳义孙的序及崔万里的跋等
情况来看，该书事实上是朝鲜版《新
注无冤录》的日译本。此外，明清时期
中 国 版《宋 元 检 验 三 录》中 的《平 冤
录》等法医学著作，也被日本司法界
翻译（或训译）成日文，成为司法检验
官吏的重要参考书目。

作为世界法医学的祖先，中国古代
法医学在影响朝鲜、日本的同时，也传
入了中国南方的邻国越南，这可以从法
国学者李道尔夫（Litolff）的法医学著作

《纠正错误的书》（le livre de la repara-
tion des torts）译自越南本《无冤录》一
事中看出。此外，明清时期刊刻的中国
古代法医学著作也传播至英国、法国、
德国、美国和荷兰等西方国家。据学者
考证，现在国外出版的中国古代法医学
著作译本共涉及7个国家、19个品种。

至近代，以儒学、律学和法医学为
重要内容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
艰难的蜕变和转型，儒学、律学和法医
学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并慢慢融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向当代
中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
法治理念、法教义学和法医学转变。进
入新时代，在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的战略布局下，儒学、律学和法医
学也将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珍贵
的本土资源，并在与世界法治文明交
流合作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学术自信与独特魅力。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
史研究院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开展国际
法治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基础和重要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世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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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提上法治
中国建设重要议事日程，具有深刻
的时代背景。深刻认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战略判断的丰富内涵，
牢牢把握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和风险挑战，
对于准确理解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的 时 代 逻 辑 具 有 重 要 指 引 意 义 。
百年大变局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中
心的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全

球化深入演进，世界经济中心之变将为国际政治格局之变提供
坚实经济基础。百年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以及
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国际关系民主化
曲折前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愿景展露曙光。百年大变局
的动力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未来，高科
技制高点之争将成为大国间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高科技领
域遏制与反遏制的外交法律斗争将更趋激烈。百年大变局的
关键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变革和调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对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课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的
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同外部世界的利益融合不
断加深，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正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涉外
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相应凸显。随着国际格局深度演进和中
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也要与时俱进，更好适应
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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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包含国家所有参与国际
法治的行动，但并非本国的所有涉外
法治领域均属于国际法治。同样，也并
非所有的国际法治均属于本国的涉外
事务法治进程。与本国无关的国际关
系规范化以及国际法改进完善就不是
这一国家涉外事务法治的组成部分。
关于涉外法治行为动力、行为方式、行
动内容、行动目标的讨论中，有两个特
别值得关注的范式：国家范式，指涉外
工作的法治模式在场所、内容和目标
上注重国家领土、本国人民和利益，
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法律服务机构、法律研究与学术机构
均积极行动，以国家政府行为为主要手段，以国家的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为落脚点，以直接作用于本国人民的措施和服务
于本国人民为工作抓手；全球范式，指国家的涉外法治面向国
际社会，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协调合作，
共同朝向完善国际法治秩序、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与水平目标的工
作思路与工作方式。

我国的涉外法治建设，既致力于提高国家的法治水平、推
进各方面各领域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改进涉外工作的法治方
式，以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我国公民和法
人的海外利益，提升国家的法治形象；也展现了我国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的责任感，意味着我国积极规划改善国际法治的状况和水平，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形成了我国涉外法
治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国家必须首先确保本身的独立自主与完善发展，才
能为实现全球良好秩序的愿景而贡献力量。我国传统的义利观有利于有效引导
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彼此促动、互相制约。以国家范式为全球范式的必要前提
条件，能妥善配置资源，形成涉外法治的充实、严谨、可靠的工作表与线路图。

（以上摘自《当代世界》《法商研究》，高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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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剑锋 时延安

2024 年 4 月 23 日，由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
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和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共同发起和主
办的“涉外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养
协同机制”成立仪式暨“2024 年涉外
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在北京召开。

成立仪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刑
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法
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共同签
署“涉外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养协
同机制合作共建备忘录”，并宣读“涉
外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养协同机
制”倡议书，就政治引领、问题意识、系
统思维、相互合作等达成共识，以“涉
外性”为着力点，秉持创新、融合、务
实、开放的理念，面向实践、面向全球、
面向未来，搭建涉外刑事法治研究和
人才培养的合作平台。论坛上，来自
司法实务部门与科研院校的专家齐聚
一堂，围绕涉外刑事法治研究和人才
培养展开深入探讨。

凝练各方智慧，共商协同
机制发展

在“涉外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
养协同机制”（下称“协同机制”）成立
仪式上，各位专家对建立协同机制予
以肯定与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
长、法学院教授王轶指出，希望通过此
次协同机制的成立及高峰论坛的举
办，在涉外刑事法治理论研究和人才
培养方面形成合力，深化涉外法治领
域研究，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中国刑
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贾宇表示，4家院校发挥各自优
势建立协同机制，一定能够推动涉外
刑事法治的研究与实践，为我国涉外
法治事业作出贡献。中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强调，我
国当前在涉外刑事法治方面面临着众
多挑战，协同机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应运而生。希望未来可以通过学术
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轮驱动，不断加
强我国涉外刑事法治建设。最高人民
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志远指出，
最高检国际合作局将积极提供信息资

源、课题来源、调研便利、实践基地，在
研究深化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提升涉
外刑事检察工作质效、完善涉外刑事
法律法规体系和培养高端涉外法治人
才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共同打造检
校合作新标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院长梁迎修表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院在涉外法治理论研究
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希望
通过分享现有的学术和国际交流资
源，与兄弟院校和实务部门一道在涉
外刑事法治领域作出贡献。北京理工
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寿平指出，本次协
同机制的名称涉及涉外刑事法治建设
的两个关键，一是对问题的科学研究，
二是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其核心
就是“协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将
加强和兄弟院校法学院的协同，共同
推动协同机制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
学法学院院长米良表示，涉外法治研
究离不开多语种的共同发力，北京外
国语大学法学院将充分发挥 101 个语
种的语言优势，结合“法律+外语”的特
色培养模式为协同机制贡献力量。

涉外刑事法治研究重点
问题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不
断变化，涉外刑事法治研究领域依旧存
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朱文奇认为，当前涉外因素
日趋复杂，涉外刑事法治的概念也在不
断变化，因此要时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
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院教授黄风对我国刑法关于管辖的规
定、国际条约中关于引渡的规定等进行
了阐释，并指出基于保护国家利益的需
要和国际惯例，我国刑法关于保护管辖
的规定可以将对公民和国家的保护相
分离，建议在国家利益保护方面不受双
重可罚性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王晓东强调政治站位在
涉外刑事法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从三
个层面展开详细论述：一是在立法层
面，加快完善涉外刑事法律体系，强化
海外利益的刑法保障；二是在司法层
面，健全涉外刑事法律司法体系，并基
于国际条约和互惠原则加强司法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解决管辖等国际刑事司
法难题；三是在守法层面，不仅要求我
国公民遵守他国法律，也要引导外国
公民遵守我国法律。司法部国际合作

局原副局长张晓鸣表示，我国涉外刑
事法治人才培养和法治研究应当在三
个“打通”上下功夫：一是教学科研部
门与国内涉外刑事法治实务单位之间
进行对接；二是加强境内各刑事类法
律院校系与境外从事刑事法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的部门的交流；三是加强与
国际刑事法院等刑事类的国际法治机
构的沟通交流。

探索涉外刑事法治人才
培养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专业
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
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
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
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
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
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高校专家结合科研与教学经验，对
涉外刑事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方案。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周振杰从涉外刑事法律资料库对
于涉外刑事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出
发，提出将与法律出版社共同设立外国
刑法典项目，全面系统翻译主要国家的
刑法典，并倡议重视证据、财产没收等
方面的立法、司法案例资料库的建立。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
授张磊就两对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一
是涉外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涉
外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
部分，协同机制培养的涉外刑事法治人
才，都将成为涉外法治现代化和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二是涉外法治
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建议检察机关进
一步加强对依法依规办理涉外案件的
监督，实现生产要素的进一步优化组
合，提高国际间执法司法合作效率。北
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冉分享了
近期讲授涉外刑事法治课程的体会：
一是根据调研，当前选课学生及部分
授课教师对于涉外刑事法治都缺乏系
统化了解，因此编撰权威的涉外刑事
法治教材极为必要；二是需打通国内
法与域外法，对学生进行专业化培训，
为检法系统培养更合适的专业化实践
人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阴
建峰从三个方面提出涉外刑事法治人
才培养的建议：其一是培养什么人，即
要努力培养一批具有扎实法学功底、

通晓我国法律法规及国际刑事法律规
则、善于处理涉外刑事法律实务的法治
人才；其二是怎样培养人，要开创结合实
践技能、外语技能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其三是为谁培养人，要确立立德树
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方针。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就如何依
托协同机制深入开展人才培养提出建
议：一是建立共享课堂，四校双师同堂打
造精品课程，并解决教材、讲义、师资等
一系列问题；二是要有专门的培养方向，
依托特色课程，培养涉外刑事法治方向
的学生；三是在人才培养上脱虚向实，转
向案例教学，提升学生实务能力。

结合实践经验，实务部门专家针对
涉外刑事法治人才培养提出宝贵意
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副庭长李凯提出，涉外刑事专业人才的
培养需要围绕综合智慧能力、程序严谨
意识、实干处突本领、经验总结能力以
及沟通交流能力等进行全面培养。北
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胡静介绍，
该院因地制宜建立了涉外案件办理轮
训机制，借助“检学共建专家智库”，有
效提升检察人员涉外法治专业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时延安作论坛总结发言，对协
同机制的发展提出规划。其一，在组织
建设方面，协同机制设立秘书处和学术
委员会，负责机制的日常运转和智库建
设。其二，在成员发展方面，未来将会
吸纳更多志同道合的科研院校与实务
部门加入，共同为涉外刑事法治人才培
养贡献力量。其三，在成果方面，形成
刊物、精品课程等教学科研成果。他还
提出，应将涉外刑事法治建设分为三个
层次，即日常涉外案件处理的法治化、
双边刑事法律制度和机制的法治化，以
及多边刑事法律问题解决的法治化，其
中，第一个层面的法治化问题是“基本
盘”，也应是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
点。最后，他代表协同机制发起各方表
示，各兄弟院校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
涉外刑事法治建设，为我国涉外法治的
突破性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
科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
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近日召开的“涉外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成立仪式暨“2024年涉外刑事法治研究暨
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深入研讨——

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双轮驱动 大力推进涉外刑事法治建设


